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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土地经济密度与碳排放的 ＥＫＣ 假说与验证

———基于省际静态与动态面板数据的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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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土地利用和碳排放方面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研究基础上，提出城市土地经济密度与

碳排放之间的 ＥＫＣ 假说。 基于 １９９５—２０１２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别构造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

板模型对假说进行验证。 静态模型和动态模型估计结果均表明，城市土地经济密度与碳排放之间存

在 ＥＫＣ 的“重组”效应，二者呈现倒 Ｎ 型的曲线关系，曲线的极大值点出现在城市土地经济密度为

１８００００ 万元 ／ ｋｍ２附近。 动态模型估计的结果也表明碳排放具有明显的滞后效应。 当前，除上海、浙

江、福建、河北和江苏 ５ 个省（市）的城市碳排放量随着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增长而降低外，大部分地区

的城市需到 ２０２０ 年才能进入这一阶段。 为此，要提升城市土地经济密度使城市尽早进入曲线的下降

阶段，以及提高生产技术水平促使极大值点提前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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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下，温室效应引起各国的高度重视，控制温室气体 ＣＯ２的排放是当前应对愈发

严重的温室效应的主要手段。 人类的经济活动是引发碳排放的重要动力，特别是传统能源的消

耗产生大量的 ＣＯ２。 城市是人类经济活动的集中场所，是碳排放最主要的来源地，而土地作为

城市经济社会活动的物质载体，从土地利用的视角开展碳排放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区域的碳循

环规律，从而能够从土地利用规划、产业结构调整、国土资源开发与整治等领域实现全社会的节

能减排 ［１］ 。 为实现城市土地的集约利用与有效的碳排放控制，首先需要把握城市土地上的经济

活动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 通常认为，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倒 Ｕ 型的曲线关系，即环

境库兹涅茨曲线（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Ｋｕｚｎｅｔｓ Ｃｕｒｖｅ，缩写 ＥＫＣ） 。 ＥＫＣ 最早是由 Ｃｒｏｓｓｍａｎ 和 Ｋｒｕｅｇｅｒ
参照经济学中的库兹涅茨曲线提出的 ［２］ 。 ＥＫＣ 指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环境污染或环境破坏会随

经济的增长而加重，当经济发展到某一水平时环境污染程度达到最大，而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环
境质量逐渐变好，即环境压力与经济增长之间呈倒 Ｕ 型关系。 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也验证了环境

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倒 Ｕ 型曲线关系 ［３－５］ 。 城市土地经济活动与碳排放之间是否也存在这

种关系？ 基于此，本文以城市土地的经济密度来测度城市土地经济活动的强度，提出城市土地

经济密度与碳排放之间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的假说，并通过 １９９５—２０１２ 年中国的省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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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数据进行验证，以期为城市土地的低碳开发与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一、 文献回顾与假说提出

土地利用方面的 ＥＫＣ 假说研究主要是探究土地利用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Ｋｕｍａｒ
等分析了印度 １９ 个主要的一级行政区土地利用类型变更和收入水平的关系，发现在土地利用

类型的变更中存在 ＥＫＣ 效应。［６］ Ｊａｍｅｓ 基于 １９６５—１９８７ 年 １２１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验证了农业

用地变化和人均收入之间的倒 Ｕ 型关系，并指出耕地面积增长的拐点出现在人均收入为 １５４０
美元，而牧草地增长的拐点出现在 ９５７ 美元。［７］ 国内学者大多研究耕地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曲福田等率先从理论上提出了耕地变化与经济发展的 ＥＫＣ 假说并进行验证 ［８］ ，随后，李海鹏、
何蓓蓓、张正栋、李永乐等人相继围绕二者的关系对该曲线进行验证。［９－１２］ 另外，王雨濛等基于

省际面板数据证实城乡收入差距与耕地非农化之间存在耕地 ＥＫＣ 关系，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导

致耕地非农化速度减缓的拐点延迟出现。［１３］ 许恒周等利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验证了“耕地库兹

涅茨曲线” 假说，并阐明本地区的耕地非农化受相邻地区耕地非农化或经济发展水平的影

响。［１４］ 除了围绕耕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 ＥＫＣ 关系研究外，相关研究也提出和验证 ＥＫＣ 规律在

土地利用其它方面存在的可能性。 冯科等发现中国土地经济密度的变化率与经济规模之间的

关系呈现类库兹涅茨曲线的形态。［１５］ 龙开胜等认为经济增长与土地违法之间在理论上存在

ＥＫＣ 关系的可能性，并用东中西部地区的经验数据进行验证。［１６］ 邹秀清提出土地财政与经济增

长的倒 Ｕ 型曲线假说，但从现阶段来说，全国土地财政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单调递增的

关系，暂时否定了该构想。［１７］

国内外相关研究也提出并检验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倒 Ｕ 型曲线关系。［１８－１９］Ａｎｇ 等通过

对 １０４ 个国家的截面数据研究发现，碳强度与人均收入之间存在倒 Ｕ 型曲线关系。［２０］Ｒｏｂｅｒｔｓ 等

验证了碳排放与人均 ＧＤＰ 之间的 ＥＫＣ 关系。［２１］ 刘扬等基于 ＩＰＡＴ 方程验证了英、法、德、美、日
等发达国家的碳排放强度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倒 Ｕ 型曲线关系。［２２］ 张润森等基于无锡市的数

据构建了建设用地比率与碳排放强度之间的库兹涅茨曲线模型，结果表明从建设用地总量上

看，建设用地扩张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呈倒 Ｕ 型曲线关系，但不同的建设用地地类结构会导致不

一样的碳排放效应。［２３］

文献回顾表明，在土地利用的 ＥＫＣ 假说方面，多数文献证明了耕地变化和经济发展之间存

在倒 Ｕ 型的曲线关系，与此同时，近些年学者开始探寻土地利用其它方面的 ＥＫＣ 规律；在碳排

放的 ＥＫＣ 假说方面，碳排放作为环境质量的重要反映，其变化规律基本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的变化趋势。 基于 ＥＫＣ 理论和土地利用和碳排放方面的 ＥＫＣ 实证研究，本文提出城市土地经

济密度与碳排放之间的 ＥＫＣ 假说，即城市的碳排放会先随着城市土地经济密度的上升而上升，
到一定阶段后，碳排放会随着土地经济密度的上升而下降。 这主要是由于在城市发展初期，城
市土地的扩张和经济活动都相对缓慢，城市的经济活动力较弱，能源消耗也相对较少，因此，该
阶段城市的土地经济密度和碳排放均处于低值。 当城市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时，城市土地快速扩

张，城市第二产业迅速发展，经济活动强度大幅上升，同时以消耗大量传统能源作为城市经济增

长的动力使得城市的碳排放量和土地经济密度均进入高速增长的阶段，即碳排放处于倒 Ｕ 型曲

线左端的快速上升区域。 当城市发展进入后期阶段后，城市土地面积达到一定限度，土地扩张

速度放缓，城市发展更注重城市土地的内涵挖潜。 与此同时，城市产业结构逐步升级，第三产业

比重增加；城市能源消费结构优化，能源消费由传统能源向清洁能源过渡。 此时，城市发展通过

城市土地经济密度与碳排放 ＥＫＣ 的峰值点，进入碳排放随土地经济密度提升而下降的阶段。
文章的主要创新在于：第一，国内城市土地经济密度研究主要是利用土地经济密度指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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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研究区域的土地利用效率进行评价，或对其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探讨 ［２４－２６］ ，较少将土地

经济密度与碳排放联系起来并作定量的分析与解释；第二，当前对 ＥＫＣ 假说的验证研究多基于

时间序列数据或静态面板数据，本文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基础上，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
将静态面板数据模型扩展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并对二者的估计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二、 模型设定与数据描述

（一）模型设定

１． 基本模型

城市土地经济密度与碳排放关系的基本模型是基于传统的 ＥＫＣ 假说，即经济发展与环境污

染之间存在二次曲线关系，其基本模型为：
Ｃ ｉｔ ＝ β１ＬＥＤ ｉｔ＋β２ＬＥＤ２

ｉｔ＋ε ｉｔ （１）
式中，ｉ 和 ｔ 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Ｃ 为碳排放量，ＬＥＤ 为城市土地经济密度，ε 为随机扰

动项。
相关研究也指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重组”效应（ Ｒｅｌｉｎｋ

Ｅｆｆｅｃｔ） ，二者可能会出现 Ｎ 型或者倒 Ｎ 型的曲线关系。［２７－２９］ 因此，在模型建立时也需考虑 ＥＫＣ
的特殊形式，即城市土地经济密度与碳排放的三次曲线关系：

Ｃ ｉｔ ＝ β１ＬＥＤ ｉｔ＋β２ＬＥＤ２
ｉｔ＋β３ＬＥＤ３

ｉｔ＋ε ｉｔ （２）
２．静态模型

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包括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一般通过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来判断选择

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 另外，从现有研究看，经济因素是碳排放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城
市的碳排放也主要来源于城市经济活动，除此之外人口规模、土地类型、产业结构等对城市的碳

排放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３０－３２］ 。 鉴于城市土地经济密度的内涵，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本文选取

城市绿地面积和城市人口数作为控制变量。 通常来说，人口规模对碳排放量具有正向影响，人
口的增长会加大能源消费，并改变自然生态环境，从而增加碳排放量 ［３３］ 。 而绿地被认为是碳

汇，植被的光合作用能吸收 ＣＯ２，因此城市绿地面积对碳排放量可能存在负向作用 ［３４］ 。 加入控

制变量后的静态面板模型：
Ｃ ｉｔ ＝ β１ＬＥＤ ｉｔ＋β２ＬＥＤ２

ｉｔ＋β３Ｇ ｉｔ＋β４Ｐ ｉｔ＋ε ｉｔ （３）
Ｃ ｉｔ ＝ β１ＬＥＤ ｉｔ＋β２ＬＥＤ２

ｉｔ＋β３ＬＥＤ３
ｉｔ＋β４Ｇ ｉｔ＋β５Ｐ ｉｔ＋ε ｉｔ （４）

式中，Ｇ 为城市绿地面积，Ｐ 为城市人口数。
３．动态模型

在静态模型的基础上，考虑到碳排放具有路径依赖的惯性特征，是个连续的动态调整过程，
碳排放可能存在滞后效应 ［３５］ ，因此在静态模型中加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使静态模型变成动

态模型：
Ｃ ｉｔ ＝ Ｃ ｉｔ－１＋β１ＬＥＤ ｉｔ＋β２ＬＥＤ２

ｉｔ＋β３Ｇ ｉｔ＋β４Ｐ ｉｔ＋ｕ ｉｔ＋ε ｉｔ （５）
Ｃ ｉｔ ＝ Ｃ ｉｔ－１＋β１ＬＥＤ ｉｔ＋β２ＬＥＤ２

ｉｔ＋β３ＬＥＤ３
ｉｔ＋β４Ｇ ｉｔ＋β５Ｐ ｉｔ＋ｕ ｉｔ＋ε ｉｔ （６）

式中，ｕ 为未观测的个体效应。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

本文的能源数据来源于 １９９６—２０１３ 年的《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城市二三产业增加值、建成

区面积、绿地面积、常住总人口数量来自于相应年份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因西藏自治区的

数据缺失程度较大，省际面板数据中不包括西藏自治区的数据。 碳排放量核算的方法主要有直

接碳排放核算法、间接核算法、能源消费清单核算法、碳足迹估算法等。 本文采用能源消费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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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法计算我国 １９９５—２０１２ 年 ３０ 个省（市）的碳排放量，具体计算方法为 ［３６］ ：
Ｃ ｉｔ ＝∑（Ｅ ｉｊｔ·δ ｊ·η ｊ） （７）

式中，Ｅ ｉｊｔ为第 ｔ 年 ｉ 省（市 ／自治区）的第 ｊ 类能源排放量，δ 为能源转换因子，η 为能源的碳

排放系数，表 １ 为各种能源的折标准煤系数和碳排放系数。
表 １　 各种能源折标准煤系数和碳排放系数

能源品种 原煤 焦炭 原油 汽油 煤油 柴油 燃料油 天然气

折算单位 ｔ 标准煤 ／ ｔ ｔ 标准煤 ／ ｔ ｔ 标准煤 ／ ｔ ｔ 标准煤 ／ ｔ ｔ 标准煤 ／ ｔ ｔ 标准煤 ／ ｔ ｔ 标准煤 ／ ｔ ｔ 标准煤 ／ 万 ｍ３

折标准煤系数 ０．７１４３ ０．９７１４ １．４２８６ １．４７１４ １．４７１４ １．４５７１ １．４２８６ １２．２９００

折算单位 ｔ 碳 ／ ｔ 标准煤 ｔ 碳 ／ ｔ 标准煤 ｔ 碳 ／ ｔ 标准煤 ｔ 碳 ／ ｔ 标准煤 ｔ 碳 ／ ｔ 标准煤 ｔ 碳 ／ ｔ 标准煤 ｔ 碳 ／ ｔ 标准煤 ｔ 碳 ／ ｔ 标准煤

碳排放系数 ０．７５５９ ０．８５５０ ０．５８５７ ０．５３３８ ０．５７１４ ０．５９２１ ０．６１８５ ０．４４８３

　 　 数据来源：《中国能源统计年鉴》附表和《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 。

图 １　 １９９５—２０１２ 年全国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和碳排放量

城市土地经济密度是反映

城市地域空间扩展与其空间经

济产出协调效率的重要指标，
是城市土地利用经济水平高低

的重要反映 ［３７］ 。 目前，城市土

地经济密度的含义尚未得到全

面的诠释，评价指标的选择标

准也未有详细的说明。 高佳等

通过计算城市单位土地面积的

ＧＤＰ 衡 量 城 市 土 地 经 济 密

度。［３８］ 王海燕等认为城市土地

经济密度是单位面积城市建设

用地的二三产业生产值。［３９］ 罗

文斌等则认为城市单位建成区

面积上的二三产业增加值能更

好地反映城市土地经济密度。［４０］ 综合相关文献并结合本文研究实际，本文选取城市单位建成区

面积的二三产业增加值作为城市土地经济密度的测度方式，主要基于以下原因：第一，二三产业

是城市土地上主要的生产活动，能源的消耗也主要来源于二三产业，二者是主要的碳源，相比单

位建成区面积的 ＧＤＰ，二三产业增加值与城市碳排放的联系更为紧密；第二，二三产业增加值能

更直观地反映城市经济增长的效率，体现城市发展的活力。
图 １ 为 １９９５—２０１２ 年全国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和碳排放量，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和碳排放量

的走势基本一致。 １９９５—２００３ 年期间，全国城市碳排放量基本稳定，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在

１９９６—１９９７ 年时有一次较大幅度增长外，在此期间保持低速增长；２００３ 年后，城市土地经济密

度和碳排放量均开始大幅上升。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单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碳排放量 ｔ ６６１０．５９ ５５８２．８７ １４９．１１ ３４６６４．７６

城市土地经济密度 万元 ／ ｋｍ２ ７０３５９．７６ ４２２９７．６５ ８９８９．１６ ２２６３４２．２０

城市绿地面积 ｋｍ２ ３５３０８．１３ ４７５７８．０７ ７１０．６６ ３３６６０３

城市人口数 万人 １０８２．６０ ７０５．０１ ６２．６３ ３５３２．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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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的检验

（一）静态模型的检验

利用 ｓｔａｔａ１１．０ 软件对静态面板模型进行回归，首先，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结果拒绝了原假设，说明

固定效应模型更适合城市土地经济密度与碳排放关系的静态面板估计。 其次，分别对基本模型

和静态模型的固定效应估计进行组间异方差检验、序列相关检验和截面相关检验，检验结果表

明所有模型均存在组间异方差、一阶序列相关和截面相关，因此需要对固定效应模型进行误差

修正①。 表 ３ 报告了经过误差修正后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其中，模型 １ 为包含城市土地

经济密度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的二次方变量，即检验城市土地经济密度与碳排放之间的静态二

次曲线关系；模型 ２ 在模型 １ 的基础上加入城市土地经济密度的三次方变量，即检验城市土地

经济密度与碳排放之间的静态三次曲线关系；模型 ３ 和模型 ４ 分别在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的基础上

加入控制变量城市绿地面积和城市人口数。 对比二次曲线模型和三次曲线模型的估计结果，二
次曲线模型中的变量 ＬＥＤ 均在 １％水平下显著，而变量 ＬＥＤ２均不显著。 三次曲线模型估计结果

显示，模型 ２ 中没有控制变量时，变量 ＬＥＤ 不显著。 模型 ４ 中加入控制变量后，各项解释变量均

能在 １％或 ５％水平下显著。 同时，模型 ４ 的 Ｒ２在四个模型中最高，说明模型 ４ 的曲线拟合效果

最好。 另外，加入控制变量的模型 ３ 和模型 ４ 估计结果显示，城市绿地并非模型设定中预计的

对碳排放产生负向作用，城市绿地和城市人口与城市碳排放均是正相关关系。 综上，从静态面

板数据模型估计的结果判断，模型 ４ 的估计效果最佳，即 １９９５—２０１２ 年中国的城市土地经济密

度与碳排放的关系并不完全符合传统的 ＥＫＣ 假说，而是出现 ＥＫＣ 的“重组”效应，二者呈现倒

Ｎ 型的曲线关系。
表 ３　 静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模型 １

二次曲线、无控制因素

模型 ２

三次曲线、无控制因素

模型 ３

二次曲线、有控制因素

模型 ４

三次曲线、有控制因素

ＬＥＤ ０．０７６８∗∗∗ －０．０２５７ ０．０５９３∗∗∗ －０．０４４６∗∗

（ ６．０１） （ －０．９８） （ ５．００） （ －２．３１）

ＬＥＤ２ ８．３４ｅ－０９ １．２２ｅ－０６∗∗∗ １．１５ｅ－０８ １．２４ｅ－０６∗∗∗

（ ０．１３） （ ４．１６） （ ０．２０） （ ５．６２）

ＬＥＤ３ －３．９９ｅ－１２∗∗∗ －４．０５ｅ－１２∗∗∗

（ －４．３９） （ －５．８０）

Ｇ ０．０１９９∗∗∗ ０．０２０７∗∗∗

（ ３．８６） （ ３．６６）

Ｐ １．８３００∗∗ １．７８４３∗∗∗

（ ２．５０） （ ２．８３）

曲线类型 递增 倒 Ｎ 型 递增 倒 Ｎ 型

Ｒ２ ０．６４２０ ０．６６１８ ０．６８９０ ０．７０９５

样本数 ５４０ ５４０ ５４０ ５４０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 ｔ 检验值；∗∗∗、∗∗、∗分别表示在 １％、５％、１０％水平下显著。

（二）动态模型的检验

由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中引入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所以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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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采用 ｓｔａｔａ 软件中的 ｘｔｓｃｃ 命令对固定效应模型进行误差修正估计，ｘｔｓｃｃ 命令是 ２００７ 年在 Ｓｔａｔ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发布的一个综

合处理固定效应模型异方差、序列相关和截面相关的命令。



定效应估计和随机效应估计都是有偏的，需要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和 Ｈｓｉａｏ 提

出在一阶差分后用滞后解释变量更远的滞后期或被解释变量的差分作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中

滞后被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４１］ Ａｒｅｌｌａｎｏ 和 Ｂｏｎｄ 在此基础上提 出 用 两 阶 段 差 分 广 义 矩

（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ＧＭＭ）估计方法，Ａｒｅｌｌａｎｏ 和 Ｂｏｖｅｒ 以及 Ｂｌｕｎｄｅｌ 和 Ｂｏｎｄ 则进一步提出系统广义矩

（ ｓｙｓｔｅｍ－ＧＭＭ）估计方法。［４２－４３］ 系统广义矩估计同时利用变量水平变化和差分变化的信息，比
差分广义矩更有效，在实证研究中的应用也更广泛 ［４４］ 。 因此本文采用 ｓｙｓｔｅｍ－ＧＭＭ 方法进行动

态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并用 Ｈａｎｓｏｎ 检验和残差序列相关检验进行判断，前者是用于检验工具

变量的可靠性，后者是判断随机扰动项是否存在序列相关。
表 ４ 报告了被解释变量碳排放量和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４ 个模型的序列相关检验 ＡＲ

（１） 、ＡＲ（２）的 ｐ 值均显示，扰动干扰项差分存在一阶自相关，不存在二阶自相关，所以扰动干

扰项无自相关。 ４ 个模型也通过了 Ｈａｎｓｏｎ 检验，说明工具变量都是有效的。 其中，模型 ５ 为包

含滞后一期的被解释变量、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的二次方变量，即检验城市

土地经济密度与碳排放之间的动态二次曲线关系；模型 ６ 在模型 ５ 的基础上加入城市土地经济

密度的三次方变量，即检验城市土地经济密度与碳排放之间的动态三次曲线关系；模型 ７ 和模

型 ８ 分别在模型 ５ 和模型 ６ 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城市绿地面积和城市人口数。 比较 ４ 个模

型的估计结果，滞后一期的被解释变量均在 １％水平下显著，说明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滞后效应。
在模型 ５ 和模型 ７ 的二次曲线模型中，两个主要的解释变量 ＬＥＤ 和 ＬＥＤ２均不显著，相反，在模

型 ６ 和模型 ８ 的三次曲线模型中，解释变量均能在 １％或 ５％水平下显著。 从控制变量估计的结

果看，虽然模型 ７ 中城市绿地对碳排放具有负向作用，但该变量并不显著，而城市人口对于碳排

放来说依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综合来看，动态三次曲线的估计结果明显优于动态二次曲线

的估计结果。 因此，在加入被解释变量滞后项的动态面板模型中，城市土地经济密度与碳排放

之间也不完全吻合传统的 ＥＫＣ 的曲线形状，二者也呈现倒 Ｎ 型的三次曲线关系。
表 ４　 动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模型 ５

二次曲线、无控制因素

模型 ６

三次曲线、无控制因素

模型 ７

二次曲线、有控制因素

模型 ８

三次曲线、有控制因素

Ｃ ｉｔ－１ ４ ．８８００∗∗∗ ４ ．０３４９∗∗∗ ４ ．０００∗∗∗ ３ ．６４８５∗∗∗

（ ８ ．３８） （ ８ ．０７） （ ８ ．７３） （ ８ ．３７）

ＬＥＤ ０ ．０１７３ －０ ．１２７０∗∗ －０ ．０１３９ －０ ．１２１９∗∗

（ ０ ．５７） （ －２ ．２７） （ －０ ．５８） （ －２ ．４９）

ＬＥＤ２ １ ．４１ｅ－０７ １ ．９３ｅ－０６∗∗∗ ２ ．２６ｅ－０８ １ ．７９ｅ－０６∗∗∗

（ ０ ．８８） （ ３ ．０９） （ １ ．４９） （ ３ ．０９）

ＬＥＤ３ －５ ．７２ｅ－１２∗∗∗ －５ ．４０ｅ－１２∗∗∗

（ －２ ．９６） （ －２ ．９３）

Ｇ －０ ．００８９ ０ ．０２８８∗∗

（ －１ ．０８） （ ２ ．１５）

Ｐ ３ ．３５７１∗∗∗ －

（４ ．３１） －

曲线类型 递增 倒 Ｎ 型 Ｕ 型 倒 Ｎ 型

ＡＲ（１） ／ ｐ 值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ＡＲ（２） ／ ｐ 值 ０．５６７ ０．１８１ ０．８０２ ０．１３３

Ｈａｎｓｏｎ 检验 ／ ｐ 值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样本数 ５１０ ５１０ ５１０ ５１０

　 　 注：模型 ８ 中变量 Ｐ 因多重共线性问题被软件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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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城市土地经济密度与碳排放的静态和动态三次曲线模拟图

（三）结果对比分析

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均表明，城市土地经济密度与碳排放之间存在

ＥＫＣ 的“重组”效应，二者呈现倒 Ｎ 型的曲线关系。 但从静态面板模型中和动态面板模型的三

次曲线估计结果模拟出的静态三次曲线和动态三次曲线对比图看，“重组”后的 ＥＫＣ 曲线与传

统的 ＥＫＣ 曲线区别在于曲线的初始部分出现了小范围下降的过程，而曲线后半部分整体的走

势与传统的 ＥＫＣ 倒 Ｕ 型曲线一致（图 ２）①。 而静态三次曲线和动态三次曲线模拟结果的区别

在于：不考虑碳排放的滞后效应时，三次曲线的碳排放极小值点出现在 ＬＥＤ 为 ３７８２６ 万元 ／
ｋｍ２，而碳排放的极大值点出现在 ＬＥＤ 为 １８２２８９ 万元 ／ ｋｍ２；在考虑碳排放的滞后效应后，三次

曲线的极小值点向后移动，碳排放的极小值点出现在 ＬＥＤ 为 ９４６６６ 万元 ／ ｋｍ２，而碳排放的极大

值点由 ＬＥＤ 为 １８２２８９ 万元 ／ ｋｍ２向前移动至 １７７４２２ 万元 ／ ｋｍ２。 另外，图 ２ 也反映了在 １９９５—
２０１２ 年期间，全国大部分省（市）的城市处于碳排放随城市土地经济密度提升而增加的阶段。
综合而言，城市土地经济密度与碳排放之间对于现阶段的城市基本呈现倒 Ｕ 型曲线关系，曲线

的极大值拐点出现在城市土地经济密度为 １８００００ 万元 ／ ｋｍ２附近。
表 ５ 显示，２０１２ 年我国各省级行政区的城市土地经济密度介于 ６００００ 万元 ／ ｋｍ２至 ２３００００

万元 ／ ｋｍ２之间。 根据静态三次曲线的模拟结果，全国仅东部地区的上海、浙江、福建、河北和江

苏 ５ 个省（市）的城市碳排放量随着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增加而减少，其中，上海、浙江、福建和江

苏因其城市较发达的二三产业，特别是其城市土地经济密度的提升主要靠第三产业增加值拉

动，因此能够较早进入碳排放的下降阶段，而河北的城市可能由于近几年其第二产业受到国家

严格的环境规制，城市的土地经济密度也过了碳排放的极大值点。 而其余地区的城市均处于碳

排放随城市土地经济密度提升而增加的阶段。 动态三次曲线模拟的结论与静态模拟的结论基

本一致，但认为宁夏、甘肃和黑龙江三地的城市当前还尚处于碳排放量随城市土地经济密度提

升而减少的阶段，但随着该三地城市的土地经济密度继续增长，也将进入二者共同增长的阶段。
表 ５ 同时给出了根据趋势外推法，静态模型和动态模型对各省市碳排放曲线极大值点出现年份

的预测。 结果表明，３０ 个地区中，除了 ５ 个已经出现碳排放曲线极大值点的地区外，天津、山
东、内蒙古等 １７ 个地区的城市将在 ２０２０ 年前迎来碳排放的极大值点；吉林、辽宁和广西 ３ 个地

区的城市将在 ２０２０—２０３０ 年期间进入碳排放随土地经济密度提升而下降的阶段；而重庆、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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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图 ２ 中静态三次曲线和动态三次曲线的对比意义仅体现在横坐标上，在纵坐标上并无实际意义，这是由于在模拟动

态三次曲线时不含被解释变量 Ｃ 的滞后一期项，但不影响对 ＬＥＤ 与 Ｃ 关系的曲线形状与拐点位置的分析。



徽、黑龙江、甘肃和宁夏地区的城市将在 ２０３０ 年后才能迎来极大值点①。
综上，模型估计与预测的结果表明，虽然我国城市土地经济密度与碳排放之间存在 ＥＫＣ“重

组”效应，二者存在倒 Ｎ 型的曲线关系，但倒 Ｎ 型曲线前部下降的过程不长。 就目前情况而言，
我国大部分省（市）的城市处于传统 ＥＫＣ 曲线的倒 Ｕ 型阶段，少数城市已出现城市土地经济密

度与碳排放曲线的极大值点，而需要在 ２０２０ 年后，大部分城市才能进入碳排放随土地经济密度

提升而下降的阶段。
表 ５　 ２０１２ 年全国各省（市）城市碳排放阶段与极大值点出现年份

地区
城市土地经济密度

（万元 ／ ｋｍ２ ）

静态模型模拟 动态模型模拟

当前阶段 极大值点出现年份 当前阶段 极大值点出现年份

上海 ２２６３４２．２１ ↓ 已出现 ↓ 已出现

浙江 ２０８４４８．８３ ↓ 已出现 ↓ 已出现

福建 １９１９１７．２４ ↓ 已出现 ↓ 已出现

河北 １８５９１６．９３ ↓ 已出现 ↓ 已出现

江苏 １８２２８９．１６ ↓ 已出现 ↓ 已出现

天津 １７６２０８．８６ ↑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４

山东 １６５１５５．４４ ↑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４

内蒙古 １６４５６１．００ ↑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４

云南 １６１７７４．２１ ↑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６

湖南 １５５８１７．９０ ↑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６

陕西 １５４８３４．５６ ↑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７

湖北 １４９７０４．３２ ↑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８

广东 １４５９５０．６３ ↑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６

河南 １４３３３９．４６ ↑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７

北京 １４０５９６．３５ ↑ ２０１９ ↑ ２０１９

青海 １４０５８０．６２ ↑ ２０１９ ↑ ２０１９

新疆 １４０２４３．５４ ↑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８

江西 １３９３７３．７８ ↑ ２０１９ ↑ ２０１８

山西 １３８５２５．６１ ↑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７

四川 １３１８１０．３１ ↑ ２０２０ ↑ ２０１９

贵州 １２９５７１．５２ ↑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７

海南 １２５３８０．１２ ↑ ２０１９ ↑ ２０１８

吉林 １２０４４７．７１ ↑ ２０２４ ↑ ２０２３

辽宁 １１７３８５．４６ ↑ ２０２４ ↑ ２０２４

广西 １１０５０５．９０ ↑ ２０２６ ↑ ２０２５

重庆 ９９５２０．８２ ↑ ２０３５ ↑ ２０３４

安徽 ９８６４３．８３ ↑ ２０３２ ↑ ２０３１

黑龙江 ８３２３４．５１ ↑ ２０３７ ↓ ２０３６

甘肃 ７９５７０．２６ ↑ ２０３８ ↓ ２０３７

宁夏 ６０１６５．４５ ↑ ２０５５ ↓ ２０５３

　 　 注：↑表示该省城市的碳排放量随着城市土地经济密度提升而增加，↓表示该省城市的碳排放量随着城市土地经济密

度提升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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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期 郭施宏，高明：城市土地经济密度与碳排放的 ＥＫＣ 假说与验证

① 本文研究的城市土地经济密度与碳排放曲线的极大值点并非城市碳排放量的峰值，进入倒 Ｎ 型曲线的下降阶段并不

意味着碳排放量开始下降，而是单位城市土地经济密度上的碳排放量开始下降，因此，城市实际碳排放的峰值出现的时间将

迟于本文中碳排放曲线极大值点出现的年份。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基于 １９９５—２０１２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别构造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对假

说进行验证，结论如下：
（１）１９９５—２０１２ 年期间，我国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和碳排放量的走势基本一致，２００３ 年后，

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和碳排放量大幅上升。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和碳排放量的

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估计的结果均表明，城市土地经济密度与碳排放之间存在 ＥＫＣ
的“重组”效应，二者呈现倒 Ｎ 型的曲线关系，即城市的碳排放量先随着城市土地经济密度上升

而下降，通过极小值点后，碳排放量随着城市土地经济密度上升而上升，达到极大值点后，碳排

放量将再次进入下降阶段。 但倒 Ｎ 型曲线的初始下降阶段不长，目前我国大部分省（市）的城

市处于倒 Ｕ 型的阶段。 另外，动态模型的估计结果说明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滞后效应。 而控制变

量城市人口和城市绿地对于整体曲线的走势并没有绝对影响。
（２）对比静态三次曲线和动态三次曲线，静态三次曲线的极小值点比动态三次曲线的极小

值点出现得早，而静态三次曲线的极大值点比动态三次曲线的极大值点出现得晚。 城市土地经

济密度与碳排放曲线的极大值点出现在城市土地经济密度为 １８００００ 万元 ／ ｋｍ２附近。 当前，仅
东部地区的上海、浙江、福建、河北和江苏 ５ 个省（市）的城市碳排放量随着城市土地经济密度

增加而减少外，大部分省（市）的城市处于碳排放量和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共同增长的阶段，并在

２０２０ 年后才能实现大部分城市进入这一阶段。
本研究的政策意涵在于：第一，通过控制城市土地无序扩张，挖掘城市土地内涵，加大城市

土地的经济强度，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以提升城市土地经济密度，使城市尽早进入城市土地

经济密度与碳排放曲线的下降阶段；第二，通过提高生产技术水平，调整城市产业结构，优化能

源消费方式，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替代传统能源，减少单位经济产出的传统能源消耗，促使曲线的

极大值点提早到来，从而缩短曲线上升阶段的过程。 第三，对于我国的碳减排方案而言，应根据

地域所处的 ＥＫＣ 阶段制定不同的减排目标，有针对性地开展减排计划。 我国提出在 ２０３０ 年前

达到碳排放的峰值，从本文的研究来看，在 ２０２０ 年前有 ２２ 个省（市）能够进入城市土地经济密

度与碳排放倒 Ｎ 型曲线的下降阶段，但在 ２０３０ 年后还有 ５ 个地区的城市未能进入这一阶段，因
此，在 ２０２０ 年才能迎来碳排放的极大值点的地区应重点强化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和低碳城市

建设。
在我国，由于统计数据的时间序列较短以及统计口径的变化，单纯采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

ＥＫＣ 研究可能会存在一定偏颇，所得出的曲线往往只是真实曲线的一部分。 在此条件下，利用

面板数据可以加大统计样本，以增强曲线模拟结果的可信度。 鉴于数据的可操作性，本文选取

了 １９９５—２０１２ 年全国 ３０ 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以弥补时间序列数据的不足。 １９９５—２０１２ 年是

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城市化率由 ２９．０４％递升至 ５２．５７％，城市的生产活动处于活跃期，
对于研究城市土地经济密度与碳排放的变化与联系也较为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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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曹广忠，白晓 ．中国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的区位差异及影响因素———基于 ２７３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分析

［ Ｊ］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０，２０（２） ：１２－１８．
［２６］贝涵璐，吴次芳，冯科，等 ．土地经济密度的区域差异特征及动态演变格局———基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实证

分析［ Ｊ］ ．自然资源学报，２００９，２４（１１） ：１９５２－１９６２．
［２７］Ｃｏｐｅｌａｎｄ Ｂ Ｒ， Ｔａｙｌｏｒ Ｍ Ｓ． Ｔｒａｄ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２００４，４２（１） ：

７－７１．
［２８］Ｐａｒｋ Ｓ， Ｌｅｅ Ｙ．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ＥＫＣ ｆｏｒ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Ｋｏｒｅａ［ Ｊ］ ．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１１（３９） ：５８４０－５８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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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杨丹辉，李红莉 ．地方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以山东省域为例的库兹涅茨曲线分析［ Ｊ］ ．经济管理，２０１１
（３） ：３７－４６．

［３０］朱勤，彭希哲，陆志明，等 ．人口与消费对碳排放影响的分析模型与实证［ Ｊ］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０，
２０（２） ：９８－１０２．

［３１］尹向飞 ．人口、消费、年龄结构与产业结构对湖南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及其演进分析———基于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

［ Ｊ］ ．西北人口，２０１１，３２（２） ：６５－８２．
［３２］曲福田，卢娜，冯淑怡 ．土地利用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 Ｊ］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１，２１（１０） ：７６－８３．
［３３］王泳璇，王宪恩，史记，等 ．典型国家特定碳排放阶段影响因素研究 ［ Ｊ］ ． 资源科学，２０１３，３５ （ １０） ：１９４５

－１９５２．
［３４］彭文甫，樊淑云，潘荟交，等 ．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碳排放效应及时空格局研究［ Ｊ］ ．生态经济，２０１３（ ９） ：２８

－３３．
［３５］李小平，卢现祥 ．国际贸易、污染产业转移与中国工业 ＣＯ２排放［ Ｊ］ ．经济研究，２０１０（１） ：１５－２６．
［３６］刘伟玲，张林波，龚斌，等 ．深圳市土地利用碳排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协整分析［ Ｊ］ ．水土保持研究，２０１３，２０

（４） ：１７２－１７８．
［３７］吴一洲，吴次芳，罗文斌 ．经济地理学视角的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影响因素及其效应［ Ｊ］ ．中国土地科学，

２０１３，２７（１） ：２６－３３．
［３８］高佳，李世平，李文婷 ．辽宁省土地经济密度时空特征及驱动力分析［ Ｊ］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２０１４，３５

（５） ：３０－３７．
［３９］王海燕，濮励杰，张健，等 ．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时空分异的实证分析［ Ｊ］ ．中国土地科学，２０１２，２６（ ４） ：

４７－５３．
［４０］罗文斌，吴次芳，冯科 ．城市土地经济密度的时空差异及其影响机理———基于湖南省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

分析［ Ｊ］ ．城市发展研究，２０１０，１７（６） ：６８－７４．
［ ４１］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Ｔ Ｗ， Ｈｓｉａｏ Ｃ．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ｓ ｕｓｉｎｇ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

ｒｉｃｓ，１９８２（１８） ：４７－８２．
［４２］Ａｒｅｌｌａｎｏ Ｍ， Ｂｏｎｄ Ｓ． Ｓｏｍｅ ｔｅｓｔ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ｍｐｌｏｙ⁃

ｍｅｎｔ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Ｊ］ ．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９１，５８（２） ：２７７－２９７．
［４３］Ｂｌｕｎｄｅｌｌ Ｒ， Ｂｏｎｄ Ｓ．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ｏｍｅｎｔ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ｓ［ Ｊ］ ．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１９９８，８７（１） ：１１５－１４３．
［ ４４］Ａｒｅｌｌａｎｏ Ｍ， Ｂｏｖｅｒ Ｏ．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ｌｏｏｋ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ｒｒｏｒ－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ｍｏｄｅｌ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１９９５，６８（１） ：２９－５１．

（责任编辑：刘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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